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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林 

引言 

    自马克思•韦伯用“卡迪审判”描述传统中国法的运作样式后，“形式非理性

义衡平”、“法治的对极”和“反逻辑”就逐渐成为了解说中国古典司法的若干

种判断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司法的本质，是遵循预先设定的一般性

体系的标准来判断、审理案件，而不是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就事

规性作业，在中国传统司法话语中被称为“经”或“守经”。因而，只要承

法”，那么所谓“形式非理性的司法”、“反逻辑的司法”，实质是一些“

声音的乐曲”这样的病句。第二，中国古典司法历来有严格适用法律、追求形式理性的一面。早在

公元三世纪，《晋律》就要求“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唐律》

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即便是董仲舒式“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求断案首先以律法为根据，其次才考虑系争案件的情节和情状(“事”与“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一些清明书判(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徐公

法条、照例行事，又不拘泥于条文字句，做到体察法意、调和人情。即便是在一些

疑难案件中，司法官的伦理道德智慧、常识性正义和个体价值判断的运用也是有

照相关的律令条例、通过对律法的合理化解释，才能将涉案的各种实质性因素和价

来。宋神宗年间的“阿云之狱”，就是一个典型个案。“阿云之狱”影响之大、

繁、历时之久和参议官僚之多，为整个中国古代法律史所罕见。此案几番“

审判、刑部，又经翰林、中书、枢密；名臣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富弼、文

官如刘述、吕诲、刘琦、齐恢、王师元、蔡冠卿，议论纷纷，迄无定论。”

议官僚对律法所做的解释和论辩，皆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它们展示了宋代士大夫

修养，也彰显了古典司法在合理性层面上的多维结构。 

    

    一、形式合理性：“阿云之狱”的两种解释逻辑 

    

    《宋刑统》曾比照《唐律》对自首减刑作了概括性规定：“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按

自首陈，……各得减罪二等坐之”；“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

“刑定律有限，情博受无穷”，围绕阿云伤人自首一案的刑名之争，印证了

无穷之情，亦不难哉”③的困境，也说明了法律解释之立场和技术的重要性。



    据《宋史》记载：熙宁元年，京东路登州一妇女阿云在服母丧期间行聘于

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舌，怀刀砍之，十余创，不能杀，短其一指。吏求盗

诘之，乃吐实。”④初审此案的登州知州许遵，以阿云作案之时“许嫁未行

又以“被问即承，应为按问”，按律得“免所因之罪”，只问伤害而不究谋杀

等断遣”。案件上奏朝廷后，审刑院、大理寺依据《宋刑统》“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

绞；已杀者，斩”的规定，裁决阿云案应“以谋杀已伤论死”。不过神宗支持了

并下诏“敕贷阿云死”。但负责复审的刑部，却公然对抗神宗的诏令，以许

刑、大理的裁决。这促使神宗又下一道敕令，申明“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

论”。⑤ 

    然而御史台对皇帝的敕令置若罔闻，御史钱颛以许遵在阿云案中“所见

为由对他进行了弹劾。许遵被迫请求皇帝将阿云案“下两制共议”。神宗诏

石共议，但两人意见不一。司马光从刑部所断，王安石支持许遵之见。神宗下

御史滕埔和钱颛不依不饶，执言“许遵所争戾法意”，请求再选官定议。⑥

吕公著、韩维和知制诰钱公辅重议。三人合议后认为“宜如安石所议”，但

齐恢、王师元和蔡冠卿，却弹劾他们“所议为不当”。于是神宗再召王安石

二年二月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取敕裁。”⑦然而刑部刘述、丁讽

执行。御史中丞吕诲和参知政事唐介也称“谋杀不当论首”、“天下皆以为

神宗只得再次下诏催办，但刘述等人继续以诏书不当为由，上疏请中书、枢

枢密两府的合议中，文彦博、吕公弼等人认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而韩绛

同。两府再议仍无定论，最后神宗在熙宁二年八月诏令：“谋杀自首及按问

十七日敕施行。”⑧至此，历时一年之余的刑名之争才暂时平息。 

    宋代“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并且“文学法理，咸精其能”。因而法律史家徐道

代的名公巨卿，差不多个个都具有充分的法律知识。⑨的确，在这场罕见的刑名之

张“得免所因之罪”从而从宽处置阿云的许遵、王安石、吕公著，还是坚持

马光及刑部、审刑院和大理寺官僚，皆因循律意、力行断狱“当先原立法之意

所做的体察和辨析，也都称得上是形式合理的法律解释。 

    (一)“得免所因之罪”的解释逻辑 

    许遵以阿云作案之时“许嫁未行”，并且“纳彩之日，母服未除”，故

依据是《宋刑统》恶逆条的问答注解，“夫者，依礼有三月庙见，有未庙见

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惟不得违约改嫁，自余相犯，并同凡人。”

人既未嫁娶，亦无庙见，所以不是宋律上的夫妻。因此，阿云案不属“十恶

只在于是否属“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 

    “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盗杀伤。在

“伤”之所因。这意味着持刀劫物后又自首的，犯罪人可以免予追究劫取财

担持刀伤人的责罚。许遵和王安石主张阿云的自首，可以使她免除“所因之罪

阿云的行为可以分为“伤(害)”和“谋(杀)”，“谋”是“伤”之所因。一旦阿云免除了所因之

罪，那么按律就只应当惩处她的伤害行为。根据神宗在熙宁元年下的诏令—

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对阿云的处罚应是“从减等断遣”，即“流二千五百里

    为澄清阿云案的法律争点——“谋”是否是“伤”之所因，王安石紧扣律

释、文义解释和正面推论的方法指出：(1)从杀伤罪的相关律条中，可以推

罪”。《宋刑统》中的七类杀伤罪带有“所因之罪”，这七类原因性犯罪包括：

囚；略卖人；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犯奸；造畜蛊毒。犯罪人在实施上述七

伤，事后又依律自首的，都可以“免所因之罪”。按《宋刑统》“因犯杀伤

罪，仍从故杀法”的规定，只有故杀伤没有所因之罪。(2)从谋杀伤的律条

“伤”之所因。《宋刑统•贼盗》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

石解释这一条文实质涵盖了三种犯罪，即“纯粹的谋”、“谋杀伤”和“已

杀伤之前，因此可以是“所因之罪”。既然是所因之罪，罪犯就可以通过自首



“谋”不光存在于某些犯罪中，甚至可以作为单独的犯罪。例如《疏议》的

对试图进入皇宫而未越过门槛的，处罚八十杖。《名例》谓“称谋者，两人以上

说：“谋状明显，虽一人同二人之法。”《宋刑统•贼盗》亦规定：“谋杀

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徒三年。”⑩(4)主张“律疏假

当举重以包轻”，既然作为重罪的盗杀伤(刑罚是斩)自首后可宽免所因之罪，那

对较轻的谋杀伤(刑罚是绞)也可宽免所因之罪。 

    所以王安石的解释结论是：阿云的犯罪行为可以分为“伤”和“谋”，

因；阿云属“犯杀伤而自首者”，按律“得免所因之罪”，故只须惩处其伤

    (二)“谋杀已伤论死”的解释逻辑 

    在司马光及刑部、审刑院和大理寺官僚看来，阿云因“嫌婿陋”而谋杀

公然践踏作为国本的礼教纲常。若免阿云一死，则无异于“弃百代之常典，悖三

无告，奸凶得志”。(11)但司马光并未径直“以礼教杀人”，他所持的“谋杀

同样是籍由“寻圣人制法之意”的法律解释得来的。 

    司马光认为，《宋刑统》中的“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这

云杀伤韦阿大一案。因此阿云即便自首，也不能免于一死。对许遵和王安石的

的犯罪行为可以分为“伤”和“谋”，司马光批评其不仅有悖律意，也于理不通。因

有预谋的“谋杀”分解为“谋”和“伤”，那么也可将临时起意的“故杀”

“伤”，这样，“故”和“谋”一样成了“伤”的所因之罪，这在逻辑上是可笑的，也是不符合律

意的。这还会导致不同的“谋杀”和“故杀”，经自首并“得免所因之罪”

区别。(2)若对“谋”进行单独处理，设想一个人平静地坐在家中，谋划杀

么罪呢？当然只能是什么罪也没有，因为“谋”只有在实际的犯罪行为中才有意

一种罪。(12) 

    司马光继续以“斗杀自首”为例，辩驳王安石之论的内在矛盾。(13)依宋律，犯

者，斗杀的处绞刑，故杀的则处斩刑。若将“斗”视为“伤”之所因，那么

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法”的适用逻辑，“斗杀”转而从“故杀”处

自首的，处罚反而加重了一等。要解决这个悖论，王安石只有两个选择：一是

置，仍依斗杀本法；二是限制“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

其不适用于斗杀自首。对司马光来说，这两个退守性选择的结果是一样的，

罪，阿云的谋杀同样也不适用。 

    后人如丘浚、沈家本等，大多支持司马光的意见。不过，司马光并未触

性论据：既然作为重罪的盗杀伤自首后可获宽免，为何相对较轻的谋杀伤却

似乎没有妨碍司马光得出自己的解释结论，他在给神宗的上章中总结陈词道：

伤，不在自首之例。”(14)因为律称“得免所因之罚”，皆是别有“因犯”

本无杀伤之意而致杀伤人者。此类犯罪所因虽然可以首原，但杀伤不在首例。所以

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既然谋不得为伤之因，按《宋刑统•贼盗》“

伤者，绞；已杀者，斩”，对阿云的处置只能是“谋杀已伤，伤不得首，合

    二、实质合理性：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分歧所在 

    “围绕律法”的法解释进路一直贯穿于阿云之狱的刑名之争中，它体现

理性的法适用模型。(16)不过，形式合理的司法——“守经”——虽是司法之常道，也是法的可

测性、安定性和权威性的渊源和保障，却并非古典司法的全部追求。在古人的司法理念中，

节，次守节，下失节”。具引律条式的守经，只是司法官的“守节”。一个

要在形式上做到具引律文、照例行事，还须在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和社会效果

之意，达律文之义”。 

    王安石和司马光所议，皆因循律义、持之有据，但结果却判然有别。原因如方家所言：人

以为任何一个结论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形式，“在合乎逻辑形式的背后，存在



法根据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这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正是整个

心。”(17)阿云之狱的刑名之争，表面起因于相关律条的模糊和缺陷，实际

性的不同理解和取向。与形式合理性的合法性取向相反，实质合理性关注的是判

外的实质性因素和标准。这些因素涉及宗教准则、道德规范、地方习俗以及政治和

等，在古典司法话语系统中，一般被概括为情理和天理。 

    (一)尽情理：法律解释的目的合理性之维 

    在许遵和王安石看来，若以“谋杀已伤，伤不得首，合从绞罪”处置阿云，就等于承

有漏洞的，即作为重罪的盗杀伤自首后可获宽免，而相对较轻的谋杀伤却不予自首

的确不但有违常理，还阻塞了犯罪人的自首之路，并破坏了鼓励罪犯及时自首的法律

对谋杀已伤的持久争论说明这是一个“律无正条”的疑案，圣人言“罪疑惟

宁失不经”，断言“伤不得首”、“谋杀已伤论死”显然与此相悖。因此，

“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18) 

    与许遵所见相同，王安石直接将“断狱务在生之”(19)视为一条疑案处

王安石和司马光所争时也说：臣等窃寻圣人制法之意，“苟杀人未至于死，于物

可以还者，皆得以首，是原首以开善者也。”(20)这般“原立法之意”的进

是神宗所乐见的。因为北宋中期的社会治理局势日趋严峻，朝廷“不闻盗贼

耳”，而通过自首减刑以“荡涤瑕秽、分化奸凶”并使罪犯“纳入自新之地

刑事司法政策。 

    这种情法并用、以判决的社会效果为取向的解释方法，可归类为目的(

合理性意指，“行为如果依据的是目的、手段及后果，而且在手段与目的、目的

出现的各种不同目的之间合理思量，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目的合理性行为。

合理性解释在古典司法过程中最常见的形态，就是“尽情理”。即所谓“王道不外乎人情，法律不

出乎人生”，一个审慎的判决应明察“案件的具体情状和事实”，尊重维系生活世界中的

及“事物之理”。(22)宋人胡石壁在《清明集》中对这类法律解释的立场和方法有

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

间，使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23)古典法律解释“情理和法理

点，是避免成为刻薄寡恩、见木不见林的唯法主义者，以做到“缘情定罪，是以

赋》)。而许遵和王安石“得免所因之罪”的解释结论，实质是一种在目的合理性指

“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法”——所做的扩张解释。

    (二)存天理：法律解释的价值合理性之维 

    司马光一派所持的“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和“谋杀

文的字面意思所做的严格解释。这般解释确有刻薄寡恩之嫌，但并不意味着

唯法主义者。在探究阿云能否“得免所因之罪”时，司马光就向神宗阐述过

“阿云之事，陛下试以礼观之，岂难决之载。”(24)依据三纲五常之礼教，

之大者。阿云既嫁与韦阿大，则韦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使韦有恶逆之罪，

以其貌之丑陋之故而谋杀之，其得罪于天而悖于礼甚矣，且妻之于夫存其将

伤之之迹乎！”(25) 

    依司马光之见，阿云案之所以疑难，不在于律法对“谋杀已伤是否论首

为《宋刑统》未将“许嫁未行”的阿云视为韦阿大之妻。这导致阿云谋杀韦

行，却无法直接以杀夫论处。但若超越律条“以礼观之”，如何处置阿云的

于阿云之罪在社会危害性上和杀夫并无二致，她必然难逃一死，而“谋杀已

罪”已经是宽大处理。相反，许遵和王安石“得免所因之罪”的解释结论，只能

案在罪与罚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以致“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

    司马光依据三纲五常、德礼政教对律法所做的斟酌和说明，属一种价值

预见到的后果，而只坚持其关于义务、尊严、审美、宗教律令、虔诚等正确

性是古典法律解释的基调，其表现是“引礼入法”和“德法并重”的“存天理

“经义决狱”和“原心定罪”的法律适用模式(27)所谓“分争弁讼，非礼不



官在辨明系争案件的“事”与“志”等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将儒家德礼政

了实际的狱讼鞫谳过程之中。 

    宋代理学家朱熹对此间的操作规程有过清晰的指示：第一，“凡有狱讼

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第二，“博采经史以及古今贤哲议论

权之。(28)理由是“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

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

是要求法官在律无正条的案件中，以儒家义理、三纲五常作为权衡轻重与解

边是“向后看的”、坚持“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的礼教主义者司马光，一

主张“原首以开善”的实用主义者王安石。正是两边不同的实质合理性取向，促成了一

的刑名之争。 

    三、结语：一种复式的合理性解释结构 

    从法律解释理论观之，在“断罪无正条”的阿云之狱中，并不存在一个

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如果一条规则不能决定何种行为与自己相一致，那

决定不了这一问题。”(31)辨析王安石和司马光所议，主旨不在判断各自的

从法律推理、论证和说理等技术性角度廓清古典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取向，进

的“形式非理性”论断作一简要辨析。 

    形式合理性作为一种体现“制度化”的思维模式，强调“通过逻辑方法，可以

规范中得出每一具体事实情景的判决”，并将每一项具体案件的判决，都视为

具体事实情景中的适用。从阿云之狱的刑名之争来看，参议官僚皆做到了围绕

“原立法之意”，刑狱的审理自始至终体现为一种制度化的、形式理性的司法程式。不

理性和法条主义历来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对刑名和法条的考究，曾使司

俗吏之争”，也令现代人钱穆感慨：“现代的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

病，就在于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

都停顿了。”(32) 

    当然，阿云之狱中的法律解释基点并未停留在纯粹的形式合理性层面上。如前所述，王安石和

司马光为说明各自所议的正确性，进而运用“情理”和“天理”等因素在价

步的论证。这种“复式”的合理性解释结构，非常契合现代法律方法论上麦

—二阶证成”模型：一阶证成是指法官如何依据某条法律来证明判决结论的正

形式推理的过程；二阶证成是指在判决依据的选择上，法官如何证明自己的

实际是一个价值判断或辨证推理的过程。若依德沃金的“原则——政策”裁判理

安石所议是一种追求目的合理性的政策裁判，而司马光所议则为一种奉行价

    因而在阿云之狱的审理中，古典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取向呈现一种“形式合理性

性”、“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的复式结构。事实上，古典司法话语

仔细地研究有关此一案件的各种因素，进而将它与近似的、法有明文的案件相比

有法案的立法意旨以及目前的社会价值和法学原理，斟酌轻重，定出一个处

法律解释的合理性维度不可能局限于“形式理性”或“非理性”的二元分析框架，而呈一

进的复式构造。相应地，“形式非理性”之类的论断，表明韦伯可能是一位

行”。 

    

注释： 

①相关论断分别见诸于：(德)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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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版，页120以下；(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考察”，载王亚新、梁治平

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13以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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